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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人力资本内化与生育意愿

———基于三期中国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ＣＧＳＳ）

刘建国，陈　婧

摘　要：基于贝克尔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模型并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整合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

三期中国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开展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研究表明：（１）工作不确定性对女性生育意愿

有显著抑制作用，而高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其抵御不确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并提高生育意愿，从而突破了传统的

“越穷越生”恶性循环；（２）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工作和教育匹配的婚姻模式中呈 Ｕ型分布特征，家庭资

产对其有增促作用；夫妻工作婚配显示女方签订劳动合同而男方未签的家庭，其生育意愿最强，夫妻双方均

签订劳动合同的生育意愿次之；夫妻教育婚配结果显示，夫妻双方同为本科毕业者，其生育意愿最强，其次

是同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３）放开二胎的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并未产生预期正向影响。（４）空间异质性分

析显示，京津冀区域女性生育意愿普遍较低，户籍管理制度对生育意愿抑制作用显著。（５）亟需通过系统性

配套措施提升劳动力市场确定性和人力资本内化水平，进而促进 “二胎”乃至当前的 “三胎”政策效应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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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持续的低生育率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等因素引起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巨大转变，与其他国
家不同，中国属于典型 “未富先老”。以 “少子化”和 “老龄化”为显著特征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微观层面的生育决策特别是生育意愿问题，解析其关键影
响因素与机制，尤显必要而迫切。

社会个体的生育行为是一项与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决策，它是个体在能够获得的收益和需要支
付的成本之间的权衡过程［１］。贝克尔使用 “成本－效用”理论来分析家庭生育决策，将消费者选择
理论转化为生育抉择理论。基于此框架，部分学者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率、教育水平、代际支持和
收入波动等家庭预算约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２］。家庭在面临生育抉择时不仅要考虑当前收入水平是
否足以支持子女成长，还要保证未来可以继续维持不低于原有的生活水平。因此，在找寻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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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影响因素时还应考虑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个体家庭部门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中的劳动
力市场不确定性对家庭生活水平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传统的 “养儿防老”观念体现出人们希冀通
过生育来解决未来就业不确定性带来的收入变动风险，而现今社会中生育的高机会成本导致低收入
人群不足以支撑养育二孩的成本，最终坚持传统观念的人群比例大幅缩减，转而追求子女质量而非
数量。家庭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是一个将利己与利他行为相结合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３］。本文
借鉴杨智雄和Ｂａｎａｌｉｅｖａ　Ｅ．Ｒ．的研究［４］［５］，基于经济外部性理论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引入人力资
本内化概念，即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投资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以提高
养老金投资收益，实现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部化。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和地方政府养老保险财政
收入缺口较大的背景下，除了可以考虑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和降低养老保险替代率以降低养老金缺口
外，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内化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规模和质量，进而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以实现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部化而显著缓解人口老龄化自身的经济负外部性［６］；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又是
影响人们抵御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能力的重要评价因素，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是否会通过影响人力
资本内化过程进而引致生育意愿的变化，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又富有政策含义的话题。故此，亟需
较为系统地梳理有关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与人力资本内化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相关研究，找寻其内在
影响机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孩子数量质量替代模型并进行理论推导，然后
实证分析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人力资本内化对生育差异的影响，找寻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通过人
力资本内化而缓解代际冲突的内在机制，进一步辨析不同工作婚配模式和教育婚配模式的家庭在面
临代际冲突时不同的应对措施，考察二胎政策实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从空间经济学视角解析
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与人力资本内化对生育意愿的叠加效应及其空间特征。这些工作，有助于我们
从新的视角来理解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财政缺口等复杂社会机制，更为准确地把握
当今社会女性生育意愿变化趋势和走向。

二、文献综述

Ｂｅｃｋｅｒ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方法引入生育研究领域，提出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并开创独特
的研究视角，试图论证家庭经济收入的预算约束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重要作用［７］。劳动力市场中较
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工作保障会导致家庭现在和未来的收入都不稳定，从而对家庭生育意愿产生抑
制作用。多数考察生育意愿的文献倾向于使用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而Ｂｕｓｅｔｔａ指出劳动力市场
的不确定性是生育意愿研究领域中可以表征经济不确定性的核心指标［８］。个人将有限的时间与资源
投入到开拓和巩固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中，在社会经济资源匮乏的前提下，家庭育儿会面临更
艰难的挣扎［９］。持续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政府养老金财政收入缺口，使得现收现付
的养老金制度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难以为继，这些都促使家庭加大青壮年期人力资本投资力
度，以期在老年期通过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回收之前的投资收益，从而在当期完成人力资本外部性的
内化过程［１０］。Ｂｅｃｋｅｒ等从社会契约角度分析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认
为两者是代际社会契约，父母通过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养老金收回投资收益，父母在子
女教育方面的投入支出越高，子女未来的工资收入就越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收随之上升，父母的
养老金收益就越高［１１］。这些观点的核心在于父母将养育子女看做是一项家庭消费或是投资支出，
不论是基于微观家庭层面还是宏观公共支出层面，教育和养老都是收入代际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

负责任的父母不仅希望现在能够给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教育条件，并且未来也会持续投资，
但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抑制家庭生育意愿，进而抑制这种持续性投资。Ｍｉｌｌ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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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充满着经济不确定性，非本地化、国际化和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都是导致
家庭结构变化的原因［１２］。由于成年者初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年龄优势，进一步提升学历如
攻读博士学位时又恰好属于适婚年龄，在家庭和工作无法兼顾的情况下一般会选择推迟初婚和初育
年龄。虽然理论上认为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会引致女性推迟生育，但Ｇｌａｖｉｎ　Ｐａｕｌ
等认为工作不安全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仅限于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和失业率较高地区的女性，个体
应对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方式可能取决于其教育水平和对工作的态度［１３］；而徐萌娜等的研究发
现，个人社会资本对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主要作用在于降低育儿成本而非产
生养老保障作用［１４］。一般地，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女性通常不易受到就业不确定性和高失业率的影
响。Ａｄｓｅｒａ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常能够更好地整合职业网络资源，以避免就业不确定性带
来的风险，并且她们通常能够在分娩后迅速返回劳动力市场［１５］。赵梦晗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
意愿在发达国家呈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在应对因其生育而导致收入减少方面的能力更
强［１６］。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无法更精准地预计未来收入状况从而抑制生育意愿，那么是
否能够通过人力资本内化提高养老金收入，进而影响生育意愿则值得商榷。

受到低生育率的影响，养老金财政收入缺口较大这一现状促使各国相继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
积累制模式，通过代际转移刺激教育投资，提升成年期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进而通
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部化来缓解养老金资金缺口，完成人力资本内化［１７］。而人力资本的投资收
益存在着不确定性，且无法通过资本市场交易来降低这种风险，这时养老金为其提供了一种保险机
制，即通过未来养老金收益可以刺激当期人力资本投资。彭浩然等开发现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
可以降低养老金缴费率并提高其待遇水平，解决了现收现付制所面临的代际冲突［１８］。有学者指出
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缓解代际冲突，还可以因人力资本外部性提高投资收益，Ｖａｎ　Ｇｒｏｅｚｅｎ等认
为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回报率不仅取决于生育率，还受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子女劳动生产率
越高，他们生产和纳税的能力就越高，增强了家庭育儿的外部性收益［１９］。Ｃｒｅｍｅｒ等的研究表明教
育在人力资本模型中能够将代际之间财产不对等的养老金制度的负外部性内部化［２０］。因教育是提
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之一，Ｓｔａｕｖｅｒｍａｎｎ等指出在具有内生性的生育率和现收现付养老金模型
中，教育补贴比育儿补贴更能够缓解当下人口转变问题［２１］。上述学者通过阐述人力资本投资在养
老保险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指出其影响生育率的内在机制，可见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人力资本
内化都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同财富状况、社会福利水平、家庭观念和家庭照护的背景下，家庭在
面临上述困境时有着不同的应对机制。在家庭财富水平方面，Ｈｏｎｇ　Ｌｉｕ等分析中国住房产权对家庭
生育的影响，发现拥有住房的家庭生育至少一个孩子的概率高于租房家庭，并随着拥有房产数量的增
加，家庭中的孩子数量也随之增加［２２］。在社会福利方面，Ｌｉｍ等指出韩国生育福利政策因以劳动为导
向而没有起到刺激生育率增长的作用［２３］。异质性分析中，陈蓉通过观察大城市不同生育意愿的变迁，
发现 “城乡之别”逐渐消失，但 “内外之分”仍存在，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虽然不高但强于户籍人
口［２４］。关于性别平等观念对生育的影响，计迎春等的研究表明性别平等与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性后
果将由两性共同承担，并影响社会活力和发展［２５］。李月等发现家庭照护能够有效缓解女性劳动与家
庭之间的冲突［２６］。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家庭资产、社会福利、户籍制度、性别观念和社会照料角度论述
这些关键因素对低生育率的影响，需要将其纳入一个集成统一分析框架进行深入解析。

综上所述，教育和养老都是家庭代际转移的具体表现形式，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财政资金缺口
是低生育率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无法预期未来收入从而抑制生育
意愿。能否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进而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以提高养老金投
资收益，最终完成人力资本内化并提高生育意愿值得探究。目前鲜有文献讨论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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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加入人力资本内化变量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本文的边际贡献为：首先，将
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引入生育意愿研究框架，并纳入人力资本内化这一关键变量，构建了一个集成
统一分析框架；然后，基于Ｂｅｃｋｅｒ经典理论，构建孩子数量质量理论模型和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并
进行数理推导，以初步观察研究结论并提出研究假设；最后，整合三期中国家庭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与人力
资本内化对生育意愿的叠加效应及其空间特征。

三、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一）基准模型
基于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模型，假设家庭养育孩子的净成本为正，孩子为耐用消费品，

反之则为耐用生产物。孩子质量的变化与养育成本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假设家庭中无技术进步，
通过调整孩子质量、数量和其他消费品的选择来实现成本最小化目标。

家庭的短期成本函数：

ＴＣ ＝ＴＶＣ（ｎ，ｑ，ｚ）＋ＴＦＣ （１）
其中，ＴＣ、ＴＶＣ和ＴＦＣ 分别代表短期总成本、短期可变成本和短期不变成本；ｎ代表孩子的

数量，ｑ代表孩子的质量，ｚ代表家庭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量。
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Ｙ ＝ｎＷｎ＋ｑＷｑ＋ｚＷｚ （２）
其中，Ｙ 为家庭的总收入，Ｗｎ 为孩子数量ｎ的价格，Ｗｑ 为孩子质量ｑ的价格，Ｗｚ 为家庭其

他消费品ｚ的价格。
在预算约束Ｙ一定的前提下，孩子对数量和质量的选择就存在冲突。若孩子质量ｑ较高，则在预

算约束Ｙ一定的情况下，孩子数量的Ｗｎ 和边际成本ＭＣｎ 随之降低，这时，家庭就会减少孩子数量。
上述分析显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家庭中孩子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在家庭

受到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影响时带来的收入变动，会使得家庭生育意愿降低。
（二）三期世代交叠模型 （ＯＬＧ）
本文构建三期ＯＬＧ模型，假设每人存活三期：儿童期、成年期以及老年期。幼儿时期接受教

育，成年期开始消费、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生育意愿根据孩子的数量与质量进行抉择 （孩子的质
量由受教育年限划分）。假设成年期的效用函数为对数线性形式：

Ｕｔ＝ａ（ｌｎｃｏｎｔ＋ｂｌｎｃｏｎｔ＋１）＋θｌｎｎｕｍｔ＋μ１ｌｎｅｄｕ１ｔ＋μ２ｌｎｅｄｕ２ｔ （３）

ａ，ｂ，θ，μ１，ｎｕｍｔ＞０，μ１≥０，ｅｄｕ１ｔμ１－ｅｄｕ２ｔμ２≠０
其中ｃｏｎｔ为ｔ期的消费水平，０＜ｂ＜１，ｂ＝１／ （１＋τ）为贴现因子，ｅｄｕｔ代表孩子的质量。现

在假设家庭对计划内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大于０，对计划外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大于等于０，ｅｄｕ１ｔ

μ１－ｅｄｕ２ｔμ２≠０预算约束条件为：

ｅｄｕｔ＋１ ＝ｑδＱｔ＋１ ＝ｑγｑｔ （４）

Ｙｔ＝ｃｏｎｔ－ｄｅｐｔ－ｑｔｎｕｍｔ（Ｙｔ＞０） （５）

ｃｏｎｔ＋１ ＝ （１＋Ｒｔ＋１）ｄｅｐｔ （６）
式 （４）中，ｅｄｕｔ＋１＝ｑδＱｔ＋１＝ｑγｑｔ为人力资本积累方程，Ｑｔ＋１为儿童期受教育时间，ｑｔ代表家庭付

出的人力资本成本。
假设教育年限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则有：ｑｔ＝σＱｔ＋１，σ＞０，ｅｄｕｔ＋１＝ｑδＱｔ＋１＝ｑγｑｔ，γ＝δ／σ
成年期参加工作取得的收入需要进行消费ｃｏｎｔ、储蓄ｄｅｐｔ和支付孩子养育成本ｑｔｎｕｍｔ，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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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消费ｃｏｎｔ＋１由成年期的储蓄ｄｅｐｔ和ｔ＋１期利率Ｒｔ＋１决定。成年人在ｔ期将决定ｔ和ｔ＋１期
的消费ｃｏｎｔ和ｃｏｎｔ＋１，生育孩子的数量ｎｕｍｔ和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ｑ１ｔ、ｑ２ｔ来达到最大的期望效
用。因此，一阶导的条件为：

ｃｏｎｔ＋１ ＝ｂ（１＋Ｒｔ＋１）ｃｏｎｔ （７）

ａｎｕｍｔ
ｃｏｎｔ

＝φγ （８）

ａｑｔ
ｃｏｎｔ

＝ μ１
ｅｄｕ１ｔ

（９）

ａ（ｑｔ＋ωＹｔ）
ｃｏｎｔ

＝ μ２
ｅｄｕ２ｔ

（１０）

式 （７）为消费函数的欧拉方程。由式 （１０），在给定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生育的孩子数量与人
力资本投资成本负相关。

对式 （７）至式 （１０）的整理得出：

ｑｔ＝ ωＹｔｅｄｕ２ｔμ２
ｅｄｕ１ｔμ１－ｅｄｕ２ｔμ２

，又ｑｔ＝σＱｔ＋１，σ＞０，得出：

Ｑｔ＋１ ＝ ωＹｔｅｄｕ２ｔμ２
ｅｄｕ１ｔμ１－ｅｄｕ２ｔμ２

（１１）

对式 （１１）两边同时求关于ｅｄｕ１ｔ的偏导数，再同时乘以ｅｄｕ１ｔ／Ｑｔ＋１，得出孩子质量关于家庭计
划内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替代弹性：

ＥＱｔ＋１ｅｄｕ１ｔ ＝
∂Ｑｔ＋１
∂ｅｄｕ１ｔ

×ｅｄｕ１ｔＱｔ＋１
＝－ Ｙｔωμ１μ２ｅｄｕ１ｔｅｄｕ２ｔ
σＱｔ＋１（ｅｄｕ１ｔμ１－ｅｄｕ２ｔμ２）

２ （１２）

由式 （１２）可知，家庭对计划外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ｅｄｕ２ｔ＝０时，ＥＱｔ＋１ｅｄｕ１ｔ＝０，这时孩子
的质量与计划外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没有替代关系；当ｅｄｕ２ｔ＞０、ｅｄｕ１ｔ＜０时，两者之间存在
着替代关系。当家庭降低数量则会提升质量，其收入在替代函数中影响弹性值ＥＱｔ＋１ｅｄｕ１ｔ，进而决定
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的替代程度，下文实证部分将讨论其具体的影响程度及方向。

假设家庭中出现计划外孩子以及对其支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即ｅｄｕ２ｔ＞０，用上文的方法求
得孩子的质量关于家庭计划外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替代弹性：

ＥＱｔ＋１ｅｄｕ２ｔ ＝－ μ２ｅｄｕ２ｔ
ｅｄｕ１ｔσφγＱｔ＋１

（１３）

由式 （１３）可知，ＥＱｔ＋１ｅｄｕ２ｔ＜０，说明家庭孩子的质量与计划外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确实有替
代关系，替代水平大小由各参数值决定。

上述分析表明孩子质量与计划外孩子数量呈反比，即减少计划外孩子数量能够提高现有孩子的质
量；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系统不仅受到孩子数量的影响，而且受成年期劳动生产率这一重要因素的影
响，即未来养老金预期越高，越能够缓解当前家庭由于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提高生育意愿。

基于文献回顾与理论模型推导，结合本研究目标，提出以下两个主要研究假设：

Ｈ１：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使得家庭现在和未来收入不可预期，进而对生育意愿起到抑制作用。

Ｈ２：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进入成年期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即家庭未来养老金预期随之上升，
缓解当前家庭因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收入风险，进而提高生育意愿。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并执行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的中国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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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频率 百分比 变量类型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虚拟变量
　未签订劳动合同 ４　６３７　 ６６．６
　已签订劳动合同 ２　３２１　 ３３．４
受教育程度 有序分类变量
　初等教育 ３　５７４　 ５１．４
　中等教育 １　４０１　 ２０．１
　大学本科 １　８７７　 ２７．０
　研究生及以上 １０６　 １．５
配偶三个月内是否找工作 虚拟变量
　没有找工作行为 １２９　 １．９
　有找工作行为 ６　８２９　 ９８．１
配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虚拟变量
　未签订劳动合同 ５　３４４　 ７６．８
　已签订劳动合同 １　６１４　 ２３．２
配偶受教育程度 （参照类：
中等教育）

有序分类变量

　初等教育 ４　５２２　 ６５．０
　中等教育 １　１４２　 １６．４
　大学本科 １　２００　 １７．２
　研究生及以上 ９４　 １．４
配偶户口类型 虚拟变量
　农村户口 ６　４２７　 ９２．４
城市户口 ５３１　 ７．６
生育状况 虚拟变量
　未生育 ３　７３４　 ５３．７
　已育１个及以上子女 ３　２２４　 ４６．３
已育男孩数量 虚拟变量
　没有 ３　３４８　 ４８．１
　已育１个及以上男孩 ３　６１０　 ５１．９
已育女孩数量 虚拟变量
　没有 ３　９５０　 ５６．８
已育１个及以上女孩 ３　００８　 ４３．２
产权自己所有 虚拟变量
　否 ５　１０１　 ７３．３
　是 １　８５７　 ２６．７
社交网络 虚拟变量
　从不 １　３９３　 ２０．０
　一般 １　９６２　 ２８．２
　频繁 ３　６０３　 ５１．８
是否同意－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虚拟变量

　非常不同意 ３　５５３　 ５１．１
　不同意 ２　０３５　 ２９．２
　同意 １　３７０　 １９．７
收入自评 虚拟变量
　低于平均水平 １　６９８　 ２４．４
　平均水平 ５　０８８　 ７３．１
　高于平均水平 １７２　 ２．５
是否参加医保 虚拟变量
　未参加医疗保险 ２　４３９　 ３５．０
　已参加医疗保险 ４　５１９　 ６４．９
家庭规模 虚拟变量
　人数小于等于３人 ４　２１２　 ６０．５
　人数大于３人 ２　７４６　 ３９．５
现拥有几处房产 虚拟变量
　拥有少于２处房产 ６　００９　 ８６．３
　拥有超过２处房产 ９４９　 １３．６
是否拥有小汽车 虚拟变量
　否 ５　３８８　 ７７．４
　是 １　５７０　 ２２．６

　　 注：虚拟变量与有序分类变量不作平均数和均值计算。

合社会调查数据。该数据于２０１８年最新
公布了２０１５年ＣＧＳＳ，其调查样本覆盖
全国大陆３１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具
有较强可推论性。本研究的样本保留了年
龄为１８～５０岁之间的女性，剔除了数据
不全和出现异常值的家庭，最终得到有效
样本６　９５９个。为克服离群值对回归结果
的影响，个人总收入、个人劳动总收入和
家庭总收入均予以对数化处理。之所以纳
入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数据，是由于２０１４年
初正式实施 “单独二孩”政策，与２０１５
年正好形成对比年份。

（二）变量说明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１．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相比过
去研究经常使用的理想子女数，其变化缓
慢且滞后于生育率的变化，而期望生育子
女数可用于衡量群体有可能达到的最高终
身生育水平，因此，本文借鉴郑真真的研
究，以期望生育子女数来指征被解释变
量［２７］。由问卷中 “如果没有政策限制，
您希望生育几个孩子？”得到，由于回答
为 “不想生育孩子”的样本所占比例过
低，将其与 “希望生育１个孩子”归为一
类，设置虚拟变量为０，将 “想要生育２
个孩子”与 “想要生育３个及以上”的样
本归为一类，设置虚拟变量为１。因被解
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统计分析方法采用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 “希望最多生
育１个孩子”作为参照组。

２．解释变量。
（１）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采用 “工

作不确定性”来指征，在调查问卷中 “您
目前工作是否与用人单位或雇主签订了书
面劳动合同”，将回答为 “签有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和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归类为已签订劳动合同并设置虚拟变
量为１，将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设定为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设置虚拟变量为０，
作为参照组进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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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力资本内化。基于贝克尔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结合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考虑到所用数
据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ＣＧＳＳ构成的面板数据，故此采用包含了变动过程的 “人力资本水平”
来指征 “人力资本内化”，将调查问卷１３个教育水平划分为四类变量：将 “从未受过任何教育”
“私塾、扫盲班”“小学”以及 “初中”合为 “初等教育水平”，并赋值为１；将 “职业高中”“普通
高中”“中专”和 “技校”合为 “中等教育水平”，并赋值为２；将 “大学专科 （成人高等教育）”
“大学专科 （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 （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 （正规高等教育）”合为 “高
等教育水平”，并赋值为３；最后将 “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４。

３．控制变量。
（１）配偶工作变动及受教育情况。配偶工作变动情况使用问卷调查中 “配偶三个月内是否找工

作”（参照类：否）和 “配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参照类：否）得到，其受教育情况同样为四类变
量，参照组设置为中等教育，同时还包括配偶户口类型。

潘丽群等指出现代家庭婚配模式是影响家庭收入重要因素，传统婚配观念由旧时门当户对等先
赋性特征转向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等自致性特征，教育成为选择婚配方式的主要标准［２８］。一方面，
参考赵梦晗的做法将夫妻婚配模式分为６类［１６］，即 “女高男低”（妻子受教育水平高于丈夫）、“女
高男低”（妻子受教育程度低于丈夫），以及夫妻相同包含的４类 （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分类相同），
回归分析时，将夫妻受教育程度同为 “中等教育”为参照类。另一方面，将夫妻工作分配模式纳入
分析框架分为４类，分别为 “同没签合同” “女签男没签” “女没签男签”以及 “男女都签”，将
“同没签合同”的夫妻工作婚配模式设置为参照组。

（２）生育状况。为进一步考察工作不确定性与人力资本水平对女性生育差异的影响是否会起涟
漪效应同时导致二孩生育意愿的差异，将生育史 （未生育和已育１个及以上子女）、已育男孩数量
以及已育女孩数量纳入回归分析。

（３）家庭经济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变量包括现住房产是否为自己所有、现拥有住房数量、是否
拥有小汽车、收入自评以及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水平分为３类，分别为 “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
平”与 “高于平均水平”，纳入模型以测量家庭经济实力。

（４）其他控制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①女性社交网络。采用 “您与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
活动的频繁程度”问题得到，分为 “从不”“一般”和 “频繁”三类；②性别平等观念。使用调查
问卷中 “您是否同意－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得到。

五、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采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Ａ１未考虑已育孩子情况，将其放入模型Ａ２，实

际生育状况可能会因工作不确定性和人力资本水平而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直接放入模型难以直接
观测生育意愿在不同工作状况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女性间的差异。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模型Ａ１和模型Ａ２的分析结果显示签订工作劳动合同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参照组
的１．７２６倍和１．７６０倍，验证了假设１。未签订劳动合同带来的工作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女性生育意
愿，现今社会女性怀孕后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并在三年内难以保持未育状态时的工作精力，导致一
部分女性直接退出就业市场而选择在家育儿，等到孩子达到学前年龄再返回职场，其间职业生涯断
档多年从而导致企业双向选择时也不会将其纳入优先选择范围。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待遇和完善
劳动合同制可能是消除女性工作顾虑而提升其生育意愿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未考虑已育情况下，大
学本科学历的女性相比于初等教育和研究生及以上的女性生育意愿最低。与未育女性相比，已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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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女性生育意愿的工作不确定性和人力资本水平差异

模型Ａ１ 模型Ａ２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参照类：否）

　已签订劳动合同 １．７２６＊＊＊ ０．０６５　 １．７６０＊＊＊ ０．０６６
受教育程度 （参照类：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０．６６２　 ０．２６２　 ０．５００＊＊＊ ０．２６６

　大学本科 ０．４８３＊＊ ０．２６３　 ０．４６７＊＊＊ ０．２６３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５５７＊ ０．２５８　 ０．５７１＊＊ ０．２５７
配偶三个月内是否找工作 （参照类：否）

　有找工作行为 １．０５７　 ０．２２２　 １．１１１　 ０．２３０
配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参照类：否）

　已签订劳动合同 ０．９３２　 ０．０７９　 ０．９２５　 ０．０８２
配偶受教育程度 （参照类：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０．５３９　 ０．２７７　 ０．５２９　 ０．２８０

　大学本科 ０．６６３　 ０．２７８　 ０．６８６　 ０．２８０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８２７　 ０．２７１　 ０．８３０　 ０．２７２
配偶：城市户口 （参照类：农村户口） １．０６８　 ０．１０６　 １．０１２　 ０．１０８
生育状况 （参照类：未生育） ０．２８０＊＊＊ ０．０８６
已育男孩数量 （参照类：没有） ０．２８６＊＊＊ ０．０８７
已育女孩数量 （参照类：没有） ０．３２１＊＊＊ ０．０８７
产权自己所有 （参照类：否） ０．９０７　 ０．０６５　 ０．９７４　 ０．０６８
社交网络 （参照类：从不）

　一般 ０．６９１＊＊＊ ０．０７４　 ０．７２２＊＊＊ ０．０７６

　频繁 ０．７５３＊＊＊ ０．０６６　 ０．７８５＊＊＊ ０．０６８
是否同意－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参照类：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１．２４０＊＊＊ ０．０７４　 １．１８３＊＊ ０．０７６

　同意 １．０９８　 ０．０７８　 １．１３２　 ０．０７９
收入自评 （参照类：低于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 ０．７１９＊ ０．１９９　 ０．７５２　 ０．２０３

　高于平均水平 ０．７８５　 ０．１９２　 ０．８２８　 ０．１９７
是否参加医保 （参照类：否）

　已参加医疗保险 ０．９７７　 ０．０６２　 ０．９５４　 ０．０６４
家庭规模 （参照类：人数少于等于３人）

　人数大于３人 １．５５０＊＊＊ ０．０６１　 １．８２７＊＊＊ ０．０６５
现拥有几处房产 （参照类：少于２处）

　拥有超过２处房产 １．８１６＊＊ ０．０８６　 １．８０４＊＊ ０．０８７
是否拥有小汽车 （参照类：否） １．００５　 ０．０７１　 １．００２　 ０．０７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系数为ＯＲ值。

女、已育男孩和已育女孩的生育意愿都显著高于未育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初等学历和研究生学历及以上的女性生育意愿有所下降，其中初等学历女性的

生育意愿下降幅度大于研究生及以上女性，打破了传统的 “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可能的原因是
人力资本水平低导致其难以承担抚养二孩及以上数量孩子的生育成本，初等学历水平的女性更能深
刻体会到人力资本即孩子质量的重要性而追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因此抑制其生育意愿。人力资本
水平高的女性自身收入状况可以支撑其养育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成本，从而生育意愿下降幅度不大。
根据文献综述中高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带来当期收入，而且可以提高纳税能力，还可以保障老年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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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稳定，因此高人力资本人群能够在保证儿童期孩子教育质量的前提下增强其生育意愿。
从社交网络层面来看，社交网络次数回答为 “频繁”女性的生育意愿相较于 “从不进行社交活

动”女性更低。性别平等观念变量的回归结果令人意外，支持性别平等的女性的生育意愿反而高于
同意女性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女性。可能是因为性别平等观念强的女性在生活中更多受到男性的平
等对待，原生家庭性别平等的氛围引致女性对于婚姻和育儿更强烈的向往，生育意愿高于不支持性
别平等的女性群体。家庭规模变量显示生育意愿随家庭规模的增大而加强，家庭人数大于３人的未
育女性和已育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家庭规模较小的１．５５０倍和１．８２７倍。人数小于等于３人的家庭可
能是独生子女家庭，从小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而失去了这部分的情感支持，与从小有兄弟姐妹陪伴
成长的女性希望孩子能够在大家庭中长大的想法有所不同；并且家庭规模小意味着子女照料老人的
压力更大，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需要养育孩子的同时还要照料四位老人，在工作不确
定性的压力下和固有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改变的前提下，生育意愿存在差异也就不难理解。家庭资
产方面，家庭拥有超过２处房产的未育和已育女性生育意愿是参照组的１．８１６倍和１．８０４倍，其中
未育女性的生育意愿相比已育女性稍有提高，可能的原因在于未育女性生活压力较低，已育女性决
定生育二孩或更多孩子之前除了需要考虑是否有生育意愿，还需要考虑职业前景、生活质量和养老
育儿等多方面因素。收入自评中处于平均水平的女性生育意愿在模型Ａ１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加
入已育子女因素后便不再显著。

（二）纳入工作婚配模式回归分析
为验证第二个研究假设，我们将夫妻工作婚配模式纳入模型，考察不同就业状况婚配模式下工

作不确定性 （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纳入工作婚配模式的生育意愿差异

模型Ｂ１ 模型Ｂ２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工作婚配模式 （参照类：同没签合同）

女签男未签 １．４３８＊＊＊ ０．０８１　 １．０９０　 ０．０８４
女没签男签 ０．８５７＊ ０．０９１　 ０．７７６＊＊＊ ０．０９５
男女都签 １．３２５＊＊ ０．１１４　 １．１０９　 ０．１１７
生育状况 （参照类：生育１个子女或未生育） ２．２９１＊＊＊ ０．０７１　 ０．２６７＊＊＊ ０．０８２
已育男孩数量 （参照类：已有一个男孩或没有） ０．２６８＊＊＊ ０．０８０
已育女孩数量 （参照类：已有一个女孩或没有） ０．３０３＊＊＊ ０．０８０
其他控制变量均已纳入模型

由表３可知，在模型Ｂ１中，为纳入已育子女情况，夫妻都签订合同的生育意愿相比夫妻工作
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家庭高１．３２５倍，显然双方都签订劳动合同的家庭给女性带来的安全感更
多，双方都有 “正式工作”意味着在老年期都能拿到可以预估的养老金，未来和现在的收入都得以
保障，生育意愿即随之提高。值得关注的是，“女签男未签合同”工作婚配模式中的女性生育意愿
是夫妻 “同没签订合同”的１．４３８倍，可能的原因是妻子工作能力显著高于丈夫，在家中能够掌握
财政大权和话语权，进而提升其生育意愿。已育女性的二孩或是多孩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未育女性，
已育男孩的女性生育意愿显著低于已育女孩的女性。在现代社会，养育男孩对家庭带来的压力随着
房价上涨而增强，为男孩准备结婚用房仿佛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事情，家庭已育有一个孩子带来的
生活压力抑制其多孩生育意愿也不难理解。

（三）纳入教育婚配模式的回归分析
进一步，同时纳入夫妻教育婚配模式变量和夫妻工作婚配模式变量，分析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

—３９—

刘建国，等：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人力资本内化与生育意愿



和人力资本内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检验之前回归分析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同时纳入教育婚配和工作婚配模式的女性生育意愿差异

模型Ｃ１ 模型Ｃ２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夫妻教育婚配模式 （参照类：同为中等教育）
女高男低 ０．７４７＊＊ ０．１２４　 ０．７６５＊＊＊ ０．１２５
夫妻相同 ０．７６５＊＊＊ ０．１２５
初等教育 ０．７３０＊＊＊ ０．０９４　 ０．７５６＊＊＊ ０．０９８
大学本科 １．２４８＊＊ ０．０９０　 １．１８７＊ ０．０９３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８６８　 ０．１０９　 ０．９４９　 ０．１１３
女低男高 １．３４７　 ０．４３１　 １．５２８　 ０．４３３
夫妻工作婚配模式 （参照类：同没签合同）
女签男未签 １．３４４＊＊＊ ０．０９４
女没签男签 ０．８７６　 ０．１０１
男女都签 １．２６４＊＊ ０．１１７
其他控制变量均已纳入模型

由表４可知，模型Ｃ２中的工作婚配变量与模型Ｂ１中的系数估计值相差不大，女签男没签的
婚姻匹配模式估计系数值最大，男女都签订合同的样本系数值显著为正。夫妻受教育程度同为大学
本科的生育意愿是参照组同为中等教育学历的１．２４８倍。受教育程度婚配模式为女低男高组合的女
性生育意愿次之，是参照组同为中等教育的１．３４７倍。

模型Ｃ２为完整模型，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在教育婚配影响方向与模型Ｃ１没有较大
变化。但值得关注的结果是，签订就业合同选项中，签订就业合同的家庭生育意愿要显著高于未签
订者，可能的原因是正式的劳动就业合同可以带来更高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缴纳比例，给予家庭经
济安全感，高人力资本签订正式就业合同的概率更大，因此高人力资本生育意愿更高的假设进一步
得以验证。

（四）二胎政策影响分析
二胎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究竟如何？进一步分年份做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二胎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受教育程度 （参照类：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０．２１１　 ０．９４８ －０．３１２＊＊＊ ０．５２９　 ０．３４１　 ０．３９５
　大学本科 －０．２３１　 ０．３９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２　 １．２１９　 ０．２９１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３０５＊＊ ０．４２９　 １．２９５＊＊ ０．９３７　 ０．２８４　 ０．８４２
生育状况 （参照类：生育１个子女或未生育） ０．２３５＊＊＊１．３８８　 ０．０４５＊＊＊ ０．２３１　 ０．５３２＊＊＊ ０．９４２
已育男孩数量 （参照类：已有一个男孩或没有） ０．２３５＊＊＊０．８４３　 ０．５７２＊＊＊ ０．５３３　 ０．０４３＊＊＊ ０．６７３
已育女孩数量 （参照类：已有一个女孩或没有） ０．４９２＊＊ ０．９３２　 ０．１８５＊＊＊ ０．６３９　 ２．０６４＊＊＊ ０．８２３
其他控制变量均已纳入模型

将数据重新分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截面数据，分析在二胎政策实施后对生育意愿的影
响。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受教育程度来说无较大影响，只有大学本科学历女性受教育程度有一定程度
提升。对于已育孩子数量，已经生育一个男孩家庭的生育意愿仍然为负，但相较于已育一个女孩的家
庭来说，影响系数在２０１５年由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在放开二胎政策后对于女性生育意愿无较大
影响，想要提高生育率还需要在生育政策之外，提高女性社会保障待遇并降低养育孩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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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我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现实状况，突破现代经济学 “平滑经济”视角的约束，而从空间

经济学所主张的 “块状经济”即集聚经济视角出发，本文试图进一步解析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与人
力资本内化对生育意愿的叠加效应及其空间特征。故此，我们选取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
经济带三个典型区域，分别代表空间经济意义上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女性生育意愿的空间异
质性分析。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女性生育意愿差异

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①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受教育程度 （参照类：中等教育）
　初等教育 －０．３６２　 ０．６９６ －１．１０９＊＊ ０．３３０　 ０．２５６　 １．２９２
　大学本科 －０．３４０　 ０．７１２ －１．２５１＊＊＊ ０．２８６ －０．５１４　 ０．５９８
　研究生及以上 －０．２８６　 ０．７５１ －０．９１４＊＊ ０．４０１ －０．１２７　 ０．８８０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参照类：否）
　已签订劳动合同 ０．３３２＊＊ １．３９４　 ０．３６６＊＊＊ １．４４２ －０．０８６　 ０．９１８
是否同意－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参照类：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０．１２０　 ０．８８７　 ０．３０２＊＊ １．３５２　 ０．３５１　 １．４２１
　同意 ０．１６６　 １．１８１　 ０．０２８　 １．０２８　 ０．４３８　 １．５５０
家庭规模 （参照类：人数少于等于３人）
　人数大于３人 －０．３９９＊＊ ０．６７１ －０．１８９＊ ０．８２８　 ０．０３４　 １．０３４
生育状况 （参照类：生育１个子女或未生育） －１．０９２＊＊＊ ０．３３６ －１．３０５＊＊＊ ０．２７１ －１．１７５＊＊＊ ０．３０９
已育男孩数量 （参照类：已有一个男孩或没有） －１．４８１＊＊＊ ０．２２８ －１．２６６＊＊＊ ０．２８２ －０．８３１＊＊＊ ０．４３５
已育女孩数量 （参照类：已有一个女孩或没有） －１．２００＊＊＊ ０．３０１ －１．１０６＊＊＊ ０．３３１ －１．００２＊＊＊ ０．３６７
其他控制变量均已纳入模型

进行空间异质性回归后发现，代表东、中、西三个经经济区的典型区域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对女性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差异性显著。

首先，受教育程度对三个区域的女性生育意愿都呈现消极的抑制作用，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尤为
显著。工作稳定度在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地区表现为显著的增促作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转变为抑
制效果。其可能的原因是京津冀与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入量大、集聚度高，竞争压力和生活成本太
高，在东中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即使是拥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女性生育意愿其实也不高。京
津冀集聚着大量优秀人才，然而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实行门槛较高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大量流迁
人口即使其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工资收入稳定，也无法享有与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孩子落户
与日后的教育问题对流迁人口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要高于劳动力市场不稳定性带来的风险。

其次，对于是否同意 “男人应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问题持否定态度的女性生育意愿
高于持肯定态度者，其中该变量对于京津冀区域女性生育意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长江经
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方向由负转正，京津冀与其他区域表现出高度差异
化，表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科技进步使得女性能够从繁重的家务
中抽出时间来实现自我价值，生育意愿高的女性能够做到事业和家庭兼顾。

最后，家庭生育状况在三个区域的回归结果都表明已育子女对女性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
用。其中，已育男孩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抑制作用要高于已育女孩的家庭，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是
特别明显，家庭已经育有一个男孩的生活压力要高于养育女孩，为男孩买房成为抑制生育意愿的主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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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长江经济带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均包括四川、重庆与云南三省，为避免重复计算，将其归为长江经济带。



（六）内生性与稳健性讨论
本文采用样本量较大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与实证检验，较好地避免了内生性和保证所做分

析具有较强稳健性。为进一步保证所做模型估计与回归分析具有更强稳健性，本文通过替换其他解
释变量的方法来进行多次回归检验。具体做法为：在全样本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工作婚配模
式、教育婚配模式与工作婚配模型叠加以及二胎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并做了空间
异质性分析。通过不同层次和维度的检验发现，整体上并未出现显著变异和偏离，表明本文所做实
证分析的结果均具有其稳健性。

六、结论与讨论

传统观念认为工作越不稳定和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女性生育意愿反而高，即 “越穷越生，越生越
穷”。本文在文献回顾和理论模型推导基础上，通过整合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共三期中国家庭综
合社会调查数据 （ＣＧＳＳ）并利用二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实证分析后却显示，工作不确定性与人力资本
水平对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１．工作稳定且有保障的家庭，其生育意愿显著高于受到工作不确定性影响的女性，人力资本
水平提升有助于女性抵御工作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女性生育意愿。

２．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工作和教育匹配的婚姻模式中呈 Ｕ型分布特征，家庭资产能够显著
提升初育意愿，对二孩的生育意愿增促效果没有一孩的明显。

３．纳入夫妻工作婚配模式后发现，正式签订就业合同的家庭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未签订者，正
式合同更高比例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缴纳比例能够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安全感。

４．夫妻教育婚配模式回归结果显示，夫妻双方同为本科毕业者生育意愿最强，其次是同为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与女性学历越低生育意愿越高的传统观念不一致，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提高女性
工作稳定度，使得家庭未来收入可期，进而提高生育水平。

５．放开二胎的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并未产生预期的正向影响。

６．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提升对长江经济带地区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
京津冀区域女性生育意愿普遍较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大城市流迁人口的生育意愿抑制作用显
著，已育子女显著抑制女性生育意愿并且未发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与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可小觑。如何提高工作稳
定度，减少其对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以及降低劳动力市场隐形性别歧视并维护女性合法权益，
需要提高重视程度。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日后我国有关工作不确定性与人力资本对生育意愿的分析有
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１．工作不确定性对生育意愿有显著抑制作用，教育投资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提高进而增强其
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制定维护女性生育期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女性应享有的就业机
会、岗前培训和晋升机制并消除劳动力市场对育龄女性的隐形性别歧视，是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和发
挥二孩政策效应的有效路径之一。

２．社会网络和家庭规模对女性生育意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表现为有兄弟姐妹陪伴成长的
女性生育意愿更强，社会网络联系频率高的女性生育意愿也高于较少花时间维护社交网络的女性。

３．家庭资产则属于现实因素对女性生育意愿的约束，其生育意愿显著受到家庭经济状况和照
料可获得性等现实性经济因素的影响。住房不仅被看做是投资品和消费品，同时还是家庭社会地位
的象征，为男孩买房更是进一步加重家庭育儿负担。改善购房观念，缩小地域婚姻观念差异性是缓
解生育水平低下的可行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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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性别平等观念不仅影响女性是否有生育多孩的倾向，还决定子女性别构成。社会如果存在
性别失衡，不仅会导致女性生存和职业发展权利受到影响，还会引起性别歧视并对社会造成严重后
果，最终影响范围扩展至所有人群。借鉴国外实行父育假，缓解劳动力市场中生育歧视，减轻生育
压力，形成正确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系统性配套措施促进 “二胎”乃至当前呼声较高的 “三胎”
政策效应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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